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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 2009—2018 年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

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总体能够促进高质量就业。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出

能够正向调节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并由于财政支出呈现结构偏向的特征,不同性质的财政支

出会使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产生差异。 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会通过产业结构

升级间接促进高质量就业。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地区分布上,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主

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在时期分布上,在自动化赋能阶段(2009—2014 年),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呈现出对高质量就业

的促进作用,而在智能化创新阶段(2015—2018 年)则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在中国如何

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以及探究财政政策导向在其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　 高质量就业　 财政支出　 结构偏向　 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02-0070-17

　 　 一、问题提出

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正在加速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在产业中的运用逐渐普及,智能生

产要素不断渗透和应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产生新模式与新业态,进一步重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促进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

进新型工业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中国机器人安装量突破 100 万台,并占世界新增总量的 40%,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人工智

能的广泛应用带来了社会分工体系的重构,使得劳动力资源在各领域的分配发生变化,对人类的工作和生

活产生重要影响。 人工智能的应用既可以催生出新行业、新岗位,为劳动者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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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够引导劳动者向非程序化、工作环境良好以及高收入岗位流动,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1] 。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就业”。 2021 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将“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

主要目标”。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

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这些重要论述旨在充分促进中国就业的扩容提质,从数量和质量两个层

面同时实现新时期就业水平的提升[1] 。 近年来,面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双重挑战,推
进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高质量就业成为民生改善的坚实基础、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在“中国式分权”的体制特征下,中国财政政策显示出较强的经济调控能力,并使得

财政支出存在结构偏向[2] ,即各省份为了当地经济发展,调整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比例,从而在结构上呈现

偏向性[3-4] ,以投资物质性、建设性、生产性支出为主
 [5-7] 。 现阶段,在智能化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探索人

工智能技术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能力,对促进中国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据此,
本文主要探讨人工智能应用在中国如何影响高质量就业、财政支出在人工智能应用影响高质量就业的过程

中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在不同地区和时期存在何种差异化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1)利用 2009—2018 年中国省级层面的宏观数据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应用程

度对高质量就业的整体影响,为通过技术发展推动高质量就业提供参考,丰富宏观视角下对人工智能与高

质量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2)从多个渠道研究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影响的传导机制,为探究财

政政策在新技术应用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引导作用提供借鉴;(3)进一步讨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人工智能

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从而为针对各地区经济实力以及技术发展阶段性特征来促进

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就业

高质量就业的概念涵盖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公平的就业环境、良好的就业能力、合理的就业结构、和谐

的劳动关系等多个方面。 从已有研究来看,现阶段学术界对高质量就业的概念界定和测度尚未达成共识。
在微观视角下,现有文献主要从劳动者视角进行探讨,认为高质量就业主要表现为稳定的收入、就业者与职

位的匹配、工作效率的提升、工作环境的改善等方面[8-11] ;在中观视角下,高质量就业主要与劳动力市场的

运行状况、资源配置效率等高度相关[12-13] ;在宏观视角下,较多学者根据就业机会平等性、就业结构合理性、

就业条件宜人性等视角阐述高质量就业的内涵[14-16] ,也有学者强调高质量就业应当包含劳动力市场环境以

及保障机制的完善[17] 。 可见,高质量就业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就业的量和质是综合反映高质量就业的两

个重要层面。 根据当前各领域对高质量就业的理解,本文的高质量就业指的是劳动者身处较好的就业环

境、获得自身工作能力的提升、拥有充足和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收入的稳定增长、劳动保障的完善、劳动关

系的和谐等。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通用技术,与历史上的多次技术革命类似,同时也是自动化技

术发展的又一次深化。 当下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并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就业的实

现。 人工智能在替代效应、创造效应、补偿效应等多重作用下,促使劳动力市场快速变革[18-20] ,在调整不同

行业就业规模、重塑就业结构的同时,使就业质量发生变化[17] ,从总体上推动高质量就业进程。 首先,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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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来看,人工智能在对部分岗位产生替代效应的同时,通过促进新兴行业发展以及

改变传统行业技术结构和经济模式实现了就业的创造效应[1,21-23] 。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具有扩大就

业总量的潜力,为劳动者充分就业创造了条件,并为实现高质量就业奠定基础。 其次,从人工智能对就业结

构的影响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从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和程序偏向性假说展开讨论。 一方面,智能化技术

的运用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导致劳动力技能结构分化[24-25] ,从而推动劳动者提高

自身知识技能水平;另一方面,根据任务模型的理论假设[26] ,部分可编码、可模拟、可重复的程式化任务能够

由人工智能代替劳动者来完成,但难以完全代替人类完成具有创新性、复杂性、社交性等类型的非程式化任

务[27-29] ,导致劳动力岗位结构分化,促使劳动力向高端服务业等非程式化岗位流动。 智能化技术使得劳动

力资源配置在各领域得到调整,从宏观层面促使就业结构实现高级化,从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就业发展。
最后,从人工智能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来看,根据可行能力理论[30-31] ,外在的就业环境、劳动收入等功能性活

动以及以就业能力为表征的可行能力是评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指标。 一方面,新技术的运用催生出越来越

多的新产业和新职业[32-34] ,新兴行业和企业推动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拉动经济快速发展,从而优化了整

体就业环境[17] ,并有助于促进劳动报酬的提升以及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18,35]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有助于引导劳动力知识技能结构的调整[16,36] ,从而提高整体就业能力。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

假设。
假设 1:人工智能应用能够促进高质量就业。

　 　 (二)人工智能、财政支出与高质量就业

根据已有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是中国财政支出特有的显著特征[5-6] 。 财政政策的运行与技术发展

和就业水平存在高度关联,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会受到政府财政支出的激励和制约。 目前,
由于技术成熟度与发展阶段的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在较多领域仍无法实现大规模商用,现阶段存在人工智

能投资量大且失败概率高、私人投资不足的现象[37] ,这就需要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创

造较为稳定的宏观条件[38] ,以发挥创新型技术对高质量就业的推动作用。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为劳

动者提供新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的同时,需要与行业要求相匹配的劳动力参与工作,这就需要政府通过

增加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来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39] ,以满足人工智能发展促进高质量就业的条

件需求。 此外,较多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劳动者就业存在替代效应[35,40-41] ,若对人工智能不加控

制,将会影响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而通过政府财政政策干预则有利于实现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双增长[42] 。
综上,财政支出在智能化技术影响高质量就业中的作用主要从两方面来体现。 一是通过增加物质资本

支出,引导经济增速,从而促进新技术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如增加对国家层面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

投入、对企业新技术研发的补贴等[7] 。 这类支出在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奠定

了物质基础,从而提高劳动力就业水平[43-44] ,主要包括劳动力供需匹配度提升、就业稳定性提高、就业环境

改善等[45] 。 二是提高人力资本投入,通过直接的就业政策减弱人工智能技术替代效应带来的消极影响,引

导和保障劳动者就业,如提高教育和培训补贴、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46-47] 。 这类民生型、人力资本型财政支

出的增加能够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劳动者就业能力融合,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财政支出规模与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产生的促进作用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 3: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使得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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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工智能、产业结构升级与高质量就业

从技术进步的发展历程来看,新技术的运用使得各产业相互关联,在技术扩散等效应下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同时创新技术会催生出新兴产业,并会超越传统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逐步推动产业结构向中

高端发展[48] 。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高度化、服务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包括产业内部以

及不同产业间要素配置的协调以及各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49-50] 。 较多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会对劳

动力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即增加了高端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就业规模,而对劳动密集型、
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需求不断降低[51-52] ,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53] 。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

通用性信息技术,打通了产业间的生存信息交流和共享渠道,而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智能识别等人工智能

技术不仅能够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也能不断更新和细化行业解决方案,从而优化资源配置、重塑产业生态结

构,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然而,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人力资源为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将会得到调整,虽然这能够为产业升级

创造较多新的就业岗位,从而为各地区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54-55] ,但当前劳动力供给与产业需求仍存在一定的

错配现象。 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意味着不同产业之间的占比会发生变化,随着中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对生态环

境保护和资源可循环利用的需求不断增加[56] ,而具有高耗能、高污染、高危险性的传统工业所占比重将不断减

少。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技术和设备相比,劳动力相对成本逐渐提高,具有重

复性、操作性等特征的传统产业所占比重也逐渐下降;而中国对新技术的政策支持,使得包括新型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及关联产业比重将大幅增加。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会相应地带动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新的

就业市场涌现出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一定程度上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具安全性、创新性的就业机会,并且存在更

高收入的可能性,这总体上有利于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4: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不仅直接正向影响高质量就业,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增强作用,间接

促进高质量就业。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9—2018 年中国 30 个省份(限于数据可得性,不包括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考察人

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数据选自国际机器人联盟( IFR)
数据库中关于中国历年各行业机器人的安装量,由于该数据库缺乏对中国地区层面机器人安装量的统计,
本文通过对地区的行业占比进行加权来计算;高质量就业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和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借鉴赖德胜等(2011) [14] 和戚聿东

等(2020) [17]关于高质量就业的维度划分,构建高质量就业的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数据合成;财政支出数据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各类财政支出指标的统计,根据财政支出指标类型将其提炼为物质资本支出和

人力资本支出两类。

　 　 (二)高质量就业指数构建及测度

1. 高质量就业指数体系构建

本文借鉴赖德胜等(2011) [14] 、戚聿东等(2020) [17]的做法,选取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者

报酬、社会保护以及劳动关系六个一级指标构建省级高质量就业指标体系。 其中,就业环境的二级指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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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各省份经济发展状况和就业服务状况;就业能力的二级指标主要关注各省份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

职业技能证书获得率;就业状况的二级指标主要涵盖就业机会、就业效率、就业稳定性、就业公平和工作安

全等方面;劳动者报酬的二级指标选取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两类指标;社会保护主要关注的是社

会保险参与程度的相关指标;劳动关系的二级指标主要关注工会建设和劳资关系下的细分指标。 具体指标

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省级高质量就业指数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类型

高质量就业 就业环境 经济发展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 +)

就业服务 人均职业培训机构数 正向( +)

人均就业训练中心数 正向( +)

长期失业人数 / 本年度登记失业人数 负向( -)

就业能力 受教育水平 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员占比 正向( +)

职业技能证书获得率 本年获取证书人数 / 本年鉴定考核人数 正向( +)

就业状况 就业机会 失业率 负向( -)

就业效率 失业就业人数 / (上年末结转登记失业人员数+本年新登记失业人员数) 正向( +)

就业稳定性 城镇事业单位就业数 / 城镇单位就业数 正向( +)

就业公平 城乡收入差距 负向( -)

工作安全 职业病发生率 负向( -)

工伤事故认定率 正向( +)

劳动者报酬 劳动者工资性收入 平均工资水平 正向( +)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正向( +)

劳动报酬 制造业平均工资 正向( +)

建筑业平均工资 正向( +)

社会保护 社会保险 基本社会保险参保率 正向( +)

平均医疗保险参保率 正向( +)

平均失业保险参保率 正向( +)

劳动关系 工会建设 工会调解效率 正向( +)

私营企业工会占比 正向( +)

劳资关系 劳动争议结案率 正向( +)

集体劳动争议当事人数占比 负向( -)

2. 高质量就业指数体系赋权及测算

在指标构建的基础上,采用熵权法对省级层面的高质量就业得分进行计算,该种赋权方法主要依

据各指标传递的信息量大小来度量熵值,以确定各指标的综合影响程度( 即权重) 的大小。 相对于主

观赋予权重法,熵权法作为客观赋权方法的一种,具有精度更高、客观性更强的优势。 具体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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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首先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包括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处理。
正向指标标准化:

X ij =
xij - min{x1j,. . .,xnj}

max{x1j,. . .,xnj} - min{x1j,. . .,xnj}
,i = 1,2,. . .,30;j = 1,2,. . .,23

负向指标标准化:

X ij =
max{x1j,. . .,xnj} -xij

max{x1j,. . .,xnj} - min{x1j,. . .,xnj}
,i = 1,2,. . .,30;j = 1,2,. . .,23

其中,xij 为第 i 个省份的第 j 项指标数据。

其次,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省份值占该指标的比重(P ij)以及指标熵值(ej):

P ij =X ij / ∑
n

i = 1
X ij,ej = - k∑

n

i = 1
(P ij × lnP ij),k = 1 / lnn > 0

最后,利用信息熵冗余度(d j = 1 -ej) 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w j),以及各省份高质量就业的综合得分

(Scorei):

w j =
d j

∑
m

j = 1
d j

,Scorei = ∑
m

j = 1
w jX ij

3. 中国各省份高质量就业水平综合评价结果

基于对省级层面高质量就业指标体系的设计以及运用熵权法计算,得到 2009—2018 年各省份高质量就

业水平得分①。 从总体变动趋势来看,2009—2018 年,大部分地区的高质量就业水平得分呈现出稳步上升的

趋势。 从地区高质量就业水平变化情况来看,北京、上海、天津的高质量就业指数得分始终位居全国前三,
而河南、甘肃、广西、云南等地区的高质量就业指数得分相对靠后。 当前,中国对就业的关注重点已经逐渐

由数量和结构向质量转变,较多地区的高质量就业水平仍然有待提升。

　 　 (三)变量说明

1. 人工智能应用程度

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密度是人工智能发展程度最直观的体现[57] ,本文借鉴王林辉等(2022) [58] 、吕越等

(2023) [59]的研究,采用各省份的机器人安装密度(台 / 万人)来表示。 由于国际机器人联盟(IFR)提供的机器人

数据是基于行业层面,为了计算各省份机器人覆盖率情况,首先,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对照,将 IFR 统计的中国 2009—2018 年各年度分行业机器人存量数据按照行业进行整合,得到全国三次产业的

各年度机器人安装存量;其次,根据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Acemoglu
 

&
 

Restrepo,2017) [60] 的做法,借鉴巴蒂

克(Bartik)工具变量方法的构建思路,计算各省份三次产业 2009—2018 年各年度增加值分别占全国三次产业

增加值的比重,乘以全国相应三次产业各年度机器人存量,从而估算出各个省份的机器人安装密度。
2. 高质量就业

根据前文构建的中国省级层面高质量就业指标体系(包括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者报酬、
社会保护以及劳动关系 6 项一级指标以及其细分下的 14 项二级指标和 23 项三级指标),采用熵权法对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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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进行赋权并测算出高质量就业得分,取值范围为 0 ~ 100。 该得分反映了该省份高质量就业水平和现状,
得分越高则表示这一地区的高质量就业水平越高。 在此部分,本文将高质量就业指数得分与 100 的比值作

为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指标纳入回归模型中。
3. 财政支出

借鉴赵哲和谭建立(2022) [61]的做法,使用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衡量财政支

出的相对规模;并且根据刘明慧和章润兰(2020) [62] 对财政支出的分类,针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性提炼出两

种类型:(1)物质资本支出,包括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环境保

护支出等;(2)人力资本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
4. 产业结构升级

借鉴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 [63]的做法,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

资本深化过程,相较于其他产业,第二产业的资本劳动比最大,是提升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同时,工业机器

人安装量在制造业占据较大比重,因此第二产业增加值最能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化。
5. 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各地区经济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口结构、居民消费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因素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当地劳动者就业情况[16-17] 。 为了避免由于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基
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社会商品购买力( lnsc),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值。
该变量与居民的消费能力相关联,社会商品购买力的高低反映了当地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会对高质量就

业的衡量产生重要影响。 (2)信息化水平(lninf),采用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的对数值。 现代化信息技术实

现了生产流程的改造与设备的更新[64] ,为劳动者就业提供了便利以及营造了更好的工作环境。 (3)社会保

障水平(pension),采用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 该变量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公
民福利相关联,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反映了当地对劳动者的保障程度,这会对高质量就业的衡量产生重要

影响。 (4)对外开放程度(ln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的对数值。 对外贸易水平体现了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对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起到直接的拉动作用,
而且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等间接促进高质量就业[65-66] 。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控

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人工智能应用程度 lnrobot 机器人安装密度的对数值 3. 287 1. 098 0. 440 5. 452 300

高质量就业 quality 标准化高质量就业综合指数 0. 320 0. 117 0. 130 0. 757 300

财政支出 fiscal 一般预算支出与名义 GDP 的比值 0. 241 0. 100 0. 096 0. 627 300

物质资本支出 fiscal_s 农林水事务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城乡

社区事务支出、环境保护支出的总和与

一般预算支出的比值

0. 083 0. 046 0. 025 0. 297 300

人力资本支出 fiscal_h 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

传媒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总和与一般

预算支出的比值

0. 065 0. 023 0. 028 0. 137 300

67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2, 202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2 期)

表2(续)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产业结构升级 ind_str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名义 GDP 的比值 0. 454 0. 084 0. 186 0. 590 300

社会商品购买力 lnsc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值 8. 649 0. 997 5. 705 10. 584 300

信息化水平 lninf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的对数值 8. 027 0. 753 5. 707 9. 731 300

社会保障水平 pension 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与年末总

人口的比值

0. 250 0. 135 0. 062 0. 783 300

对外开放程度 lnopen 进出口总额的对数值 0. 043 0. 050 0. 002 0. 240 300

　 　 (四)模型设定

为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趋势性影响,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qualityit =β0 +β1 lnrobotit +β2 lnscit +β3 lninfit +β4pensionit +β5 lnopenit +C i +ut +εit

其中,被解释变量 qualityit 表示 i 省份在第 t 年的高质量就业水平,采用前文高质量就业指数得分与 100
的比值表示;解释变量 lnrobotit 表示 i 省份第 t 年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程度,即本文选取的机器人密度;控制变

量 lnscit、lninfit、pensionit、lnopenit 分别表示社会购买力、信息化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C i、ut 分

别表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残差项。 β1 为关键系数,如果 β1 系数显著为正,则意味着随着人工智能

应用程度的提高,高质量就业水平会得到提升。

　 　 四、实证检验

　 　 (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表 3 检验了各省份高质量就业对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具体来看,表 3 列(1)未添加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即高质量就业水平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提高而增长。 进一步地,为
避免遗漏变量而产生的伪回归结果,在控制省份和时间固定的基础上,列(2)—列(5)逐层加入控制变量,回
归结果显示,虽然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回归系数存在略有下降的情况,但仍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

符号保持不变。 这说明各省份提高人工智能应用程度有助于促进当地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且该结论具

有一定的稳健性,即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从总体上来看,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于高质量就业的发展具有直接引导作用。 一方面,当前在智能化

转型趋势的推动下,新技术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新动力。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

以及就业的促进作用,强调加强人工智能平台、云计算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优化生产手段、商品流通、服务

过程等经济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提升当地高质量就业的整体水平。 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提出在稳

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通过改善教育体系、医疗、技能培训、社会保障等,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完善针对劳动者就业的公共服务,对技能区间、行业区间以及地区范围内劳动者收入差距的缩小产

生直接的正向作用,为实现高质量就业奠定基础。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lnrobot 0. 041∗∗∗ 0. 044∗∗∗ 0. 050∗∗∗ 0. 043∗∗∗ 0. 028∗∗

(3. 300) (3. 800) (4. 270) (3. 690) (2.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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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1) (2) (3) (4) (5)

lnopen 0. 790∗∗∗ 0. 921∗∗∗ 0. 795∗∗∗ 0. 680∗∗∗

(5. 830) (6. 360) (5. 460) (4. 610)

pension 0. 196∗∗ 0. 175∗∗ 0. 206∗∗

(2. 420) (2. 200) (2. 610)

lninf 0. 093∗∗∗ 0. 076∗∗∗

(3. 640) (2. 960)

lnsc 0. 085∗∗∗

(3. 210)

常数项 0. 251∗∗∗ 0. 214∗∗∗ 0. 163∗∗∗ -0. 527∗∗∗ -1. 063∗∗∗

(14. 790) (12. 440) (0. 027) ( -2. 750) ( -4. 230)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0 300 300 300 300

F 7. 260∗∗∗ 10. 520∗∗∗ 10. 310∗∗∗ 10. 990∗∗∗ 11. 310∗∗∗

R2 0. 218 0. 309 0. 324 0. 357 0. 382

　 　 注:∗∗∗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5%和 10%;括号内为 t 值。 后表同。

　 　 (二)财政支出的调节作用以及结构偏向特征

财政支出对于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影响高质量就业的程度和方向具有导向作用。 表 4 列(1)显示,财政

支出( fiscal)每上升 1%,则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正向影响增加 0. 045%,这说明财政支出能够

正向调节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检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性在人工智能

应用程度影响高质量就业中的差异化作用,本文分别将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与物质资本支出( fiscal_s)和人力

资本支出( fiscal_h)的交乘项纳入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4 列(2)、列(3)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人工智能应用

程度与物质资本支出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 077,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与人力资本

支出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 131,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物质资本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均

能够正向调节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 从系数的比较来看,人力资本支出与人工智能

应用程度的交乘项系数相对更大,说明通过政府对包括教育、科技等在内的人力资本投入更有利于发挥人

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 由此,假设 2 和假设 3 得到验证。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以及就业形势呈现出较强的调控能力[67] 。 在中国政府强

有力的财政支持下,人工智能技术在各省份的普及和运用进一步产生积极的就业效应,推动了当地高质量

就业发展。 从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分布来看,总体上物质资本支出的比例高于人力资本支出比例。 由于

GDP 作为各地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各省份倾向于对生产建设等方面投入更多财政支出,而对人的发展类、
服务类财政支出占比则相对较低[68] 。 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奠定了经济基础和政策

条件,同时也为劳动者就业提供保障和支撑。 物质资本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增

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提高在短期内存在较大的就业替代效应,虽然通过鼓励包括各项

基础设施在内的物质资本投入,在宏观层面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等,但
对于部分存在高替代风险的劳动者所起到的积极影响仍然有限。 人力资本财政支出旨在通过增加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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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入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并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保障,这不仅能够帮助劳动者快速融入智能化工作环境,
获得更多就业选择,而且有利于劳动者知识技能结构转型升级,从而获得更为长远的职业发展,进而更好地

实现高质量就业。

　 　 (三)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促进高质量就业的重要作用渠道。 产业

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过程[49-50] 。 为了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工智能应

用程度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4) [69]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具

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列(4)为产业结构升级( ind_str)对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回归结果,其中人工智能应用

程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人工智能应用程度提升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列(5)是考虑

中介变量(quality)的回归结果,其中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人工智

能应用程度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为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提供机会和条件。 根据中介效

应的索贝尔(Sobel)检验结果,P 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介效应成立,即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工智能应用

程度与高质量就业之间存在正向传导作用。 由此,假设 4 得到验证。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4 年 1 月发布的数据,2013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4 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继续上升至 46. 7%;虽然经济增速降至

7. 4%,但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
 

082 万人。 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下,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和调整,
产业结构升级在创造新的劳动岗位的同时,对劳动力也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并不断推进各领域实

现高质量就业。

表 4　 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

变量
调节效应 中介效应

(1) (2) (3) (4) (5)

lnrobot 0. 026∗∗ 0. 029∗∗ 0. 023∗ 0. 120∗∗ 0. 026∗∗

(2. 180) (2. 420) (1. 850) (12. 810) (2. 180)

fiscal×lnrobot 0. 045∗∗∗

(3. 540)

fiscal_s×lnrobot 0. 077∗∗∗

(4. 040)

fiscal_h×lnrobot 0. 131∗∗

(2. 320)

ind_str 0. 224∗∗∗

(2. 760)

Sobel 检验 0. 027∗∗∗

(2. 696)

中介效应比 0. 9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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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调节效应 中介效应

(1) (2) (3) (4) (5)

观测值 300 300 300 300 300

F 11. 870∗∗∗ 12. 280∗∗∗ 11. 100∗∗∗ 　 　 140. 780∗∗∗ 　 　 159. 580∗∗∗ 　 　

R2 0. 411 0. 419 0. 395 0. 959 0. 965

　 　 注:列(1)—列(5)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fiscal、fiscal_s、fiscal_h、ind_str 和 quality。

　 　 (四)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

1. 重新测算被解释变量

考虑高质量就业水平的度量方式较多,为避免单一测算方法可能出现的度量偏差,借鉴戚聿东等

(2020) [17]以及李建军和吴懿(2021) [70]的做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度量方法来提高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

采用标准间相关性客观赋权(CRITIC)法来重新测算高质量就业得分,该方法依据指标的变异性和冲突性来

计算权重,根据新的高质量就业得分所进行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实证结果表明,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

量方式后,各地区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2. 排除异常值

为了排除部分省份和年份所带来的少量异常值对计量模型的干扰,本文借鉴李成友等(2021) [71] 的做法,

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 1%分位上进行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处理。 由表 5 可以看出,在对核心解释变量和

被解释变量进行 1%分位的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处理后,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回归系数的符号未发生改变且依旧

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当地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效应依然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3. 加入趋势项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通过时间固定效应吸收不随个体但随时间而变的不可观测因素冲击的影响,而时

间趋势项则用来控制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增减趋势。 鉴于高质量就业加成初始趋势存在差异,并可能随

时间变化,致使估计有偏,采用样本年份与初始年份 2009 年加 1 来构建时间趋势项( trend),并纳入回归模

型中。 由表 5 可知,在加入时间趋势项后,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时间趋

势的影响后,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仍会促进高质量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CRITIC 法计算 quality 以 quality 上下 1%缩尾 以 quality 上下 1%截尾 加入时间趋势项

lnrobot 0. 020∗∗ 0. 030∗∗ 0. 033∗ 0. 028∗∗

(2. 080) (2. 450) (1. 830) (2. 300)

trend -0. 027∗∗∗

( -5. 7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0 300 294 300

F 10. 920∗∗∗ 10. 910∗∗∗ 32. 800∗∗∗ 11. 310∗∗∗

R2 0. 374 0. 374 0. 366 0. 382

08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2, 202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2 期)

　 　 4. 内生性问题

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而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试图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以获得更为稳健

的结果。 借鉴白雪洁和孙献贞(2021) [72] 的研究,本文采用固定电话用户数( fix)、电话普及率(pur)作为工

具变量,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大数据、云平台等载体已具备信息传递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固定电话的部

分功能存在替代作用,而固定电话能够通过影响新技术的使用方向和习惯,从而影响人工智能的运用;同

时,固定电话难以对高质量就业产生直接影响,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选择要求。 回归结果具体如表 6 所示。

其中,列(1)和列(2)分别为固定电话用户数( fix)和电话普及率( pur)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
 

弱识别检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值为 100. 414,大于在 10%水平上的最大临界值 16. 38,且大于施泰格和斯

托克(Staiger
 

&
 

Stock,1997) [73]所提出的临界值 10,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两个工具变量均

与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存在相关关系,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 此外,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个数

与解释变量数量相同,因此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回归系

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在克服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前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6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1) (2)
第二阶段

lnrobot -0. 001∗∗∗ 0. 029∗∗∗ 0. 017∗∗∗

( -6. 800) (11. 130) (2. 7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0 300 300

F 195. 630∗∗∗

识别不足检验 72. 379∗∗∗

弱识别检验 100. 414

10%临界值 19. 930

Hansen
 

J
 

P 值 0. 172

R2 0. 835　 　

　 　 注:列(1)和列(2)分别为工具变量固定电话用户数( fix)和电话普及率(pur)的工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不可识别检验为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值,弱识别检验为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值。 10%临界值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统计值。

　 　 五、进一步讨论

　 　 (一)基于地区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进一步分析各省份人工智能应

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影响的地区差异。 表 7 不同地区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东

部省份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0. 075,且显著为正,而其他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

业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 究其原因,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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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程度的提升,劳动者能够较快适应变化的工作环境以及较大的竞争压力,技术创新驱

动作用为劳动者带来了更多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就业机会,并对劳动者创新潜能起到激发作用,鼓励劳动者

向更高技能等级职位发展,从而促进该地区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 另一方面,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水

平和技术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人力资本结构以中、低技能为主,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促进当地劳动者

就业以及提高就业质量作用有限。

　 　 (二)基于时期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参考已有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系统知识重构阶段(1978—2000 年)、互

联网助推阶段(2000—2012 年)、计算机奠基阶段( 2012—2015 年),以及智能技术爆发阶段( 2015 年至

今) [74] 。 中国在 2015 年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政府和资本强力助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发展

和运用,并且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和突破,已逐渐向交通、医疗、餐饮等场景应用模式发展。

据此,本文以 2015 年为人工智能应用的时期划分标准,将样本划分为 2009—2014 年(自动化赋能阶段)

以及 2015—2018 年(智能化创新阶段)两个子样本,进一步考察不同时期财政支出对高质量就业的差异化

影响,具体结果如表 7 所示。 其中,在 2015 年以前,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有着促进作用,而在智

能化创新阶段,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却未能够对高质量就业产生明显影响。

究其原因,在自动化赋能阶段(2009—2014 年),由于人工智能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

突破,并且在各领域的运用程度和普及率较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暂未显现;同时,在

这一时期,新技术主要运用于生产体系的优化,为劳动者参与生产活动提供便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 在智能化创新阶段(2015—2018 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催生了包

括网络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这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规模在

劳动力市场中占比持续增加。 然而,由于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未能跟进,配套的劳动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这类

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整体不高,制约了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

业的有效促进作用。

表 7　 基于地区和时期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地区 时期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9—2014 年 2015—2018 年

lnrobot 0. 075∗∗∗ 0. 010 0. 032 0. 065∗∗∗ -0. 003

(3. 670) (0. 410) (1. 240) (3. 330) ( -0. 1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0 80 110 180 120

Chow 检验 3. 370∗∗∗

F 6. 240∗∗∗ 2. 790∗∗∗ 　 　 10. 730∗∗∗ 　 　 7. 910∗∗∗ 　 　 6. 940∗∗∗ 　 　

R2 0. 507 0. 403 0. 639 0. 361 0.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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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与建议

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就业新目标,这一目标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和内在需要。 因此,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驱动作用,通过产业智能化

来提升高质量就业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 2009—2018 年省级面板数

据,构建省级层面高质量就业指数体系,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影响及其传导渠道。
主要结论如下:(1)从总体上来看,人工智能应用能够促进各地区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从理论和实证层

面印证了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带动高质量就业发展的可行性。 (2)在财政支出的支持作用下,人工智

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得以增强;考虑到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偏向性特征,物质资本支出占据

较大比例,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支出比物质资本支出更能够提高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

用。 (3)人工智能应用程度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作用于高质量就业。 (4)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

量就业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时期呈现出差异化影响,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仅在东部

地区有所体现,并且发挥作用的时期主要为自动化赋能阶段(2009—2014 年)。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推进中国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技术创新驱动

作用,形成人工智能创新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1] ,大力开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加
快建设和完善各类型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平台,引导中国各领域、各行业以及各地区间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和

协同创新,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技术支撑和经济保障。
第二,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和保障作用,鼓励技术创新带动中国高质量就业。 加大对科技、交通等经济

方面的财政支持,为劳动者就业提供较为稳定的经济环境,在实现“稳就业”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就业质量。
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失业保障体系改革,为面临被替代风险的人群提供培训机会。 适当提

升教育、培训和科技支出,为劳动者融入智能化工作环境提供财政支持,通过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形成知识技能结构的再升级,从而提升高质量就业水平。

第三,鼓励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引导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人工智能技术

将逐渐覆盖以体力劳动为主且危险性较强的第一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会在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催

生出新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细分产业[16] ,应加快各类产业智能化转型,并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引导通过产业

转型引导劳动力流动方向,为劳动者提供环境更好、保障更健全、发展前景更佳的就业机会,并最终实现高

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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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new
 

technology
 

characteriz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I
 

applications
 

are
 

crucial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from
 

2009
 

to
 

2018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AI
 

applications
 

affect
 

high-quality
 

employment
 

using
 

a
 

panel
 

fixed
 

effects
 

model.
 

Then,
 

i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AI
 

appli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
 

addition,
 

the
 

paper
 

assesse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AI
 

applications
 

on
 

high-quality
 

employment
 

across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nd
 

period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I
 

applications
 

contribute
 

to
 

high-quality
 

employment,
 

which
 

remains
 

valid
 

after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AI
 

in
 

China
 

is
 

in
 

line
 

with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employment,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ment
 

in
 

all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The
 

moderating
 

effect
 

test
 

reveals
 

that
 

fiscal
 

expenditure
 

can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impact
 

of
 

AI
 

applications
 

on
 

high-
quality

 

employment,
 

with
 

human
 

capital
 

expenditure
 

playing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than
 

physical
 

capital
 

expenditur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AI
 

applications
 

indirectly
 

promot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through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is
 

suggests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between
 

AI
 

and
 

high-quality
 

employment.
 

The
 

heterogeneity
 

study
 

finds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AI
 

applications
 

on
 

high-quality
 

employmen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Moreover,
 

AI
 

applications
 

make
 

a
 

mor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high-quality
 

employment
 

in
 

the
 

automation-enabling
 

stage
 

(2009-2014)
 

than
 

in
 

the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stage
 

(2015-2018).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broaden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I
 

on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nd
 

high-quality
 

employment
 

at
 

the
 

macro
 

lev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overall
 

impact
 

of
 

AI
 

applications
 

on
 

high-
quality

 

employment.
 

Second,
 

it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AI
 

applications
 

on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iscal
 

policy
 

bia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ird,
 

it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iated
 

impact
 

of
 

AI
 

applications
 

on
 

high-quality
 

employment
 

across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nd
 

periods,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realiz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each
 

reg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ages.
 

Meanwhile,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I
 

development
 

enhanc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levels
 

by
 

adjusting
 

structural
 

bias
 

in
 

fiscal
 

expenditure
 

under
 

different
 

techno-economic
 

constraint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al
 

bia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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